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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业绅士化是指城市中传统商业、居住或工业被更高价值商业取代和置换的现象，与居

住绅士化互为因果。由于城市发展阶段、模式和管制环境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业绅士化社

会空间特征表现出显著差异。20世纪末以来，在城市社会空间转型语境下，具有异域风情的餐

厅、酒吧、咖啡馆、健身房等高档消费场所置换传统住宅或社区商业并在城市特定空间中集聚，

是中国最典型的商业绅士化现象。遴选出符合商业绅士化特征的六类高端商娱场所，采用空

间核密度等方法，对2008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上述商娱场所空间集聚、演进模式和机理效应

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商业绅士化“热点区”首先出现在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和文化历史街区，

随后向商业中心周边和新兴商业地段跳跃式扩散；② 根据实践路径差异，可将南京内城商业绅

士化分为整体植入式、侵入演替式和转型升级式三种模式，分别以1912街区、南京大学—南京

师范大学（南大—南师大）片区和新街口地区为代表；③ 经济和文化力量在推动商业绅士化的

发生演化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地方政府、资本联手对“商业租差”的追逐，以及年轻、高收入

绅士化群体日益增长的时尚、高端文化消费需求，从供需两端驱动着商业绅士化过程；④ 商业

绅士化在提升城市商业活力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原住居民和低端商业

的排挤和置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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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绅士化（Gentrification，亦称中产阶层化），最早被用于描述在20世纪中期，中产阶
层受到便捷交通、繁华商业和特定文化氛围的吸引而重返内城，引发内城衰败邻里物质
环境更新和社会阶层置换的现象[1]；是一种涵盖阶层群体、建成环境、社会关系、商业活
动和消费模式等多维转变的城市社会空间“高级化”重构过程[2]。西方早期的城市绅士化
研究主要围绕居住领域展开，即居住绅士化 （residential gentrification）。直至 20 世纪
末，Smith等学者强调，绅士化是中产群体与资本再塑城市社会空间的过程，住宅变化只
是绅士化过程中景观改变和阶层置换的部分特征，商业变迁在改善区域投资消费环境、
吸引旅游者和中产阶层集聚等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3-5]。此后，大量不同领域学者开
始从零售商业角度探索绅士化问题[6]，并逐渐发现，商业和居住是绅士化过程互为因果的
一体两面，商业升级为居住绅士化提供必要的服务、商品和向更高层次演进的驱动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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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类似于居住绅士化过程[8]，在后工业社会城市中，伴随着城市商业环境、业态和消
费群体升级，传统商业、居住或工业被更高价值商业取代和置换的现象，即为商业绅士
化（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其内涵包括：① 商业环境和物质景观的改造更新；②
商业空间价值的激活与快速增殖；③ 商业业态和消费文化的升级演替；④ 商业经营者
和消费群体的高级化置换等。

近年来，随着商业绅士化研究在美国[2, 9]、加拿大[10-11]、澳大利亚[12]、英国[13-14]、德国[15]、
西班牙[16]、智利[17]、土耳其[18-19]、韩国[20-21]等国家涌现，商业绅士化已成为绅士化研究的
国际前沿 [7]。从类型上看，商业绅士化主要表现为 3 种：① 零售绅士化 （retail
gentrification），指内城衰败邻里商业复兴过程中，社区中的便利店、小餐馆、杂货店等
地方性商业和服务门店，被大型连锁超市、酒吧、咖啡馆、高档餐厅等“精品店”逐步
取代的现象[9]；② 工业绅士化（industrial gentrification），指城市内部衰退的工业区和厂
房被政府、创意阶层和创业者改造为商业或公共空间的现象[22]；③ 旅游绅士化（tourism
gentrification），指利用其他城市或城市其他地区不能提供的氛围和产品，以营销特殊文
化“原真性”（authenticity），吸引城市游客为主的商业空间改造现象[23]。由于发育环境不
同，各国商业绅士化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开展商业绅士化模式、
机理与效应等问题的持续探索，才能深入理解这种复杂的社会空间现象。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大规模城市更新和再开发，城市内城逐步转变为现代生活
与商业消费场所，商业绅士化成为中国城市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24]。全球化背景下，中
国商业绅士化存在与西方类似的现象，例如：① 以连锁超市、精品服装、餐厅和酒吧等
置换传统小商业为表征的邻里社区“零售绅士化”；② 以北京“798”、上海红坊和当代
艺术博物馆等为代表，具有历史价值的废弃工业区被改造成文化创意商业街区的“工业
绅士化”；③ 以北京“南锣鼓巷”、上海“新天地”和泰康路（艺术街）等为代表，传统
居民区被整体改造或仿建成历史风貌、现代艺术街区的“旅游绅士化”等[24]。同时因发
展阶段、模式、管制环境等差异，中国商业绅士化也表现出明显异于欧美国家的独特
性，比如地方政府通过城市更新运动强势介入、主导商业绅士化进程，这与西方主要由
市场驱动的商业绅士化现象存在显著差异。为具体探究中国城市商业绅士化的社会空间
特征，本文以南京内城为例，通过界定与甄别具有商业绅士化特征的消费场所与热点空
间，测度商业绅士化的空间格局与演化过程，探讨商业绅士化发育模式、驱动机制和社
会空间效应等问题。

2 中国城市商业绅士化现象

2.1 制度经济环境与发育历程
1978—2017 年间，中国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十一位跃居世界第二，城镇人口占比由

17.9%上升为58.5%，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由343元上涨为36396元①。经济社会发展的突
飞猛进，伴随着资本全球化、政府企业化、空间资产化和消费国际化等经济社会转型的
深度推进，使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城市由单一均质向多元异质、
由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也催生出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物质空间、居民消费和文化
品味不断升级与持续分化等现象，这些都为中国城市商业绅士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从中国商业绅士化的发展历程上看，结合改革开放40年发展进程和重大经济制度变
革的关键时间节点，可以大致以10年为间隔，划分4个阶段（图1）。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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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孕育期（1978—1987年）。经济自由化改革开启，相对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和
均衡的社会空间格局瓦解，市场化、城市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阶层逐渐分
化，大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催生出更高级别的商品和娱乐消费需求。

（2）雏形期（1988—1997年）。中央—地方政府关系重构，持续推进的行政分权与
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经营城市的热情高涨，大城市出现郊区化趋势，
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与消费需求进一步分化，西餐厅、美容院、酒吧和夜总会等时尚高
消费场所逐步由欧美传入中国。

（3）发生期（1998—2007年）。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改革激活了城
市空间资产，城市外部扩张与内部更新同时快速推进，大规模拆迁改造使内城生产和居
住功能向商业功能转型，高收入、高学历、年轻化的中产阶层不断壮大并在大城市中集
聚，酒吧、咖啡馆、歌舞厅和休闲会所等具有国际时尚、文化消费等特征的商娱场所在
城市中大量出现。

（4）发展期（2008—201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及长尾效应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而城市房地产市场则逆势上扬，导致地方政府产生更加强烈的土地财政依赖和城市更新冲
动，以及城市社会空间激烈重构与多元破碎。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资本
不断流向商业领域，城市商业更新与高端升级使中国商业绅士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
展期。
2.2 社会空间属性与中西比较

Ley 将“绅士化群体”（Gentrifiers）描述为受过高等级教育、年龄普遍在 40 岁以
下，具有较高收入、特定消费导向与生活方式的中产阶层专业人士[25]。新消费群体的特
定需求催生出新的消费空间[26]，为“绅士化群体”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场所在城市空
间中集聚，被视为商业绅士化的主要空间表征[9, 27]。例如，Zukin等学者提出，集艺术画
廊（art 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馆（cafes）于一体的“ABC 类型商店”，
以及具有历史、地域和文化“原真性”的酒吧、餐厅等文化消费场所在特定空间中集
聚，是发生商业绅士化现象的重要标志[28]。

图1 中国商业绅士化发育的制度经济环境
Fig. 1 System and economy circumstance for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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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改革开放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化与中产阶层崛
起、城市社会空间异质性重构、城市消费化转型与商业国际化接轨加快。在此背景下，
中国商业绅士化具有与西方一定的相似性。同时，由于城市发展阶段、模式、管制环境
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商业绅士化在社会空间属性上有异于欧美国家。主要体现在：欧美
商业绅士化是发生在内城衰败邻里，由少量商业先锋和中产阶层率先推动，零星发生的
零售升级与街区复兴现象；中国大城市并未经历明显的内城衰败，社区商业的高级化、
精品化、连锁化升级现象普遍发生于整个老城区，并不是偶发于某些地段。

也就是说，中国绅士化是比欧美绅士化过程更剧烈、规模更大的餐饮、零售、娱
乐、休闲等消费空间高端化升级现象。王兴中等学者认为，20世纪末起，随着西方消费
文化渗透并与地方文化融合，为迎合城市中产阶层和国内外游客的更高物质需求和文化
消费偏好，异域特色的餐厅、酒吧、咖啡馆、健身房、娱乐会所等商娱场所在中国大城
市内部快速增长，此类消费场所在城市特定空间中集聚，即是该地区发生商业绅士化的
重要表征[29-30]。

3 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格局测度与演化规律

3.1 数据选择与处理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商业绅士化差异于欧美典型零售绅士化的特点，本

文分别从餐饮、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领域，选择以下6类高档商业场所，作为观测南
京商业绅士化“热点区”的指标：① 异域料理，指主打异国特色风味和用餐环境体验的
高档日韩料理和西餐厅等（不包括肯德基、麦当劳等西式快餐厅）；② 咖啡茶馆，指欧
美风格咖啡馆和中式茶楼（不包括兼营咖啡和茶饮的食品店）；③ 美容美体，以高档美
容院、养生馆和美体中心为主（不包括理发店等日常生活服务场所）；④ 瑜伽健身，指
大型专业瑜伽馆和健身中心（不包括小型健身房）；⑤ 商务会所，以高消费温泉洗浴和
商务娱乐会所为主（不包括浴室等大众消费场所）；⑥ 酒吧歌厅，指欧美风情酒吧和歌
舞厅（不包括量贩式KTV）。

因城市热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据具有信息量大、实时性强、涵盖面广、空
间精度高和类型划分细等优势，近年来被频繁应用于城市地理研究中，本文以热点数据
为基础，获取 6类商娱场所的空间位置等属性信息。受限于早期POI数据获取难度大或
数据不完整，选择 2008—2018年为重点研究时段，采用高德地图（www.amap.com）提

供的2008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热点数据②，包括商业网点等各种地物名称、类型、位置信

息在内的约10.5万条空间属性数据。根据高德POI数据提供的大类—中类—小类三级类型
划分，结合“大众点评网”（www.dianping.com）对具体商业场所服务类型和消费标准的描
述，初步识别、遴选出2008年799家和2018年1054家符合条件的商娱场所（表1、图2）。
3.2 核密度分析结果

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对六类商业点位数据的分布进行无差别连续化模拟，以空间网格
中的商业网点密度值估算其周围的密度（选取100 m×100 m网格，默认搜索半径），探测
六类商业场所的空间集聚热点，并采用相同分级标准，比较2008—2018年期间商业绅士
化“热点区”的演化规律。如图3所示：① 2008年市级商业中心新街口和商业副中心湖
南路商圈构成双核结构，成为商娱场所的核心集聚区，内城另一商业副中心——夫子庙

② 选择2008年作为研究起始时间点的理由：一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二是2008年南京第三产业产值首

度超越第二产业；三是高德地图提供的高精度POI数据最早可追溯至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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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8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6类商娱场所数量及增长情况
Tab. 1 Number and growth of the six types of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 places in inner Nanjing in 2008 and 2018

类型

异域料理

咖啡茶馆

美容美体

瑜伽健身

商务会所

酒吧歌厅

合计

2008年

数量(个)

71

219

207

39

111

152

799

比例(%)

8.9

27.4

25.9

4.9

13.9

19.0

100

2018年

数量(个)

130

282

254

75

139

174

1054

比例(%)

12.3

26.8

24.1

7.1

13.2

16.5

100

2008—2018年
数量增长(%)

83.1

28.8

22.7

92.3

25.2

14.5

31.9

图2 2008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6类商娱场所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ix types of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 places in inner Nanjing in 2008 and 2018

图3 2008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6类商业场所空间集聚格局
Fig. 3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the six types of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 places in inner Nanjing in 2008 an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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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的集聚态势并不显著，而在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之间（简称南大—南师大片
区）和邻近南京总统府的 1912街区形成鲜明的集聚区。② 2018年新街口地区商娱场所
的集聚强度加深，并与上海路地铁站等周边地区融合形成最强集聚中心；湖南路和1912
分别联合相邻的山西路和大行宫片区形成湖南路—山西路集聚区和 1912—大行宫集聚
区，二者与新街口构成新的“一主两副”结构；南大—南师大、珠江路和夫子庙片区的
集聚度均有所加强。

从2008—2018年商娱场所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可以看出：南京内城绅士化商娱场所
主要集聚在传统城市商圈，说明商业中心容易发生商业绅士化现象；但也存在如南大—
南师大片区这种位于非传统商业区的独立型集聚区，说明商业绅士化“热点区”并不完
全依赖于既有商业的空间集聚和分异格局，表现出相对独特的时空演化规律。
3.3 绅士化演进格局

根据2008年和2018年商业场所核密度估计值的差异，发现商娱场所呈现出向城市特
定区位相对集中的趋势（图 4）。由此可大致分析出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的时空演化过
程：商业绅士化的发生最初依托于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如新街口和湖南路；继而出现在
绅士化群体集聚的文化历史街区，如1912和南大—南师大地区；城市商业中心周边随后
形成新的商业绅士化区域，如上海路、大行宫、珠江路等；旅游热点、交通节点和新兴
商业地段可能成为下一步绅士化发育的“热点区”，如夫子庙、中央门、玄武门等（图5）。

4 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的典型发育模式

根据商业绅士化在主导力量和实践路径等发育模式上的差异，可以将南京内城商业

绅士化“热点区”划分为3种类型：① 通过城市政府拆迁改造推动的“整体植入式”商

业绅士化，如1912街区；② 由需求驱动和市场主导的“侵入演替式”商业绅士化，如南

大—南师大片区；③ 融合两者特点的“转型升级式”商业绅士化，如新街口地区。

图4 2008—2018年南京内城商业场所

集聚演化格局
Fig. 4 Agglomeration evolution pattern of business

places in inner Nanjing during 2008-2018

图5 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时空演化格局
Fig. 5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inner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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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整体植入式”商业绅士化——1912街区
1912街区毗邻总统府，占地约 4.0 hm2，由 21幢民国风格的建筑组成，定位为南京

总统府的配套服务设施，是以合院建筑形式为基础、新老建筑相辅相融，具有高端消费
品位和民国历史底蕴的商业文化休闲街区[31]。20世纪末，1912街区所在土地由省政协、
省行管局、南京军区、板桥新村、市建四公司、航务专科学校和七一四厂宿舍区等多家
单位分割占据，土地隶属关系复杂，建筑环境质量较差，危房和违章搭建随处可见，严
重影响到总统府地区的历史风貌和旅游业发展[32]。在此背景下，2002年地方政府整合零
散的土地使用权，推动片区拆迁改造与异地安置，联手民营企业东方集团开发建设1912
街区，于2004年建成。1912街区的嵌入迅速提升了总统府地区商业层次和文化氛围，各
类酒吧和咖啡馆不断聚集，大量城市白领、小资青年、外籍人士和国内外游客等消费群
体来此娱乐、休闲、观光。2008年1912街区已发展成为南京时尚商业地标和文化旅游热

点之一，到2018年其作为城市文化消费地标的地位进一步强化③（图6）。尽管10年间店
面经营表现出较高流转率，几乎所有消费场所都更换了招牌，但是酒吧与咖啡馆一直都
作为1912街区显著的商业特征，吸引着绅士化消费群体在此集聚。

4.2“侵入演替式”商业绅士化——南大—南师大片区
南大—南师大片区位于鼓楼区，是由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西路、宁海路

和广州路围合的区域，面积约为0.5 km2 （图7）。该区发轫于大学师生特别是欧美留学生
的消费文化，以小酒吧、西餐厅、咖啡馆、啤酒屋、精品店等欧美风格消费场所集聚为
特点，表现出与1912街区不同的渐进式发育特征：20世纪末，随着大学生数量激增，学
校周边汉口路、青岛路上出现一批小餐馆、理发店、杂货店等小商铺。2000年以后，随
着两校欧美留学生数量快速增加，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和海外教育中心所在的金银街
上，开始出现主要为国外留学生提供服务的西餐厅和咖啡馆。2008年金银街及周边街巷
内已经聚集越来越多特色餐馆、文艺书店、咖啡茶室等休闲交流场所，成为周边多所大

③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总统府附近聚集有中央饭店、梅园新村、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省美术馆等多处民国历史建筑，

而随着长江路上南京图书馆、江宁织造博物馆、六朝博物馆、江苏省美术馆新馆等文化场馆建成，该地区晋升为南京城

市文化中心。

图6 2008年和2018年南京1912街区消费场所类型与周边商业文化环境演变
Fig. 6 Evolution of businesses in 1912 blocks and commer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surrounding areas in 2008 an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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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师、国内外学生餐饮和娱乐之地，被称为“异域青年文化街”。至2018年，该片区

的时尚商业氛围更加凸显，并且在租金上涨和政府引导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时尚消

费场所对传统草根商铺和部分原住居民的置换，最终演变为大学师生、年轻白领、中产

家庭与游客进行文化消费与体验的商业绅士化街区[33]。

4.3“转型升级式”商业绅士化——新街口地区
“新街口商圈”地处南京城市中心区，以新街口广场为核心，总面积不足1 km2，云

集700多家商店、30多家大中型商场和1600多家商户，商业密集程度全国居首，被誉为

“中华第一商圈”[34]。由汉中路、莫愁路、秣陵路和洪武路围合的0.66 km2区域是“新街

口商圈”的核心部分，也是2008—2018年间商业绅士化特征最显著的区域（图4）。该地

区商业绅士化过程表现为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特点：20世纪末以来，城市政府开始大

规模、持续推进新街口地区的拆迁改造和环境综合整治，如图8所示，新街口地区成片

拆迁改造地块面积 0.39 km2，低矮老式住宅和临街社区商铺被新建的高层商务楼宇、大

型综合商场和高档酒店公寓取代，大量商业资本和品牌商户涌入，商业体量和消费层次

均大幅升级。即使在未发生大范围拆迁的区域，由于城市管理的规范化与铺面租金的持

续上涨，传统低端商业如十元店、小吃店、小服装、小五金等，也逐渐被正规化、标准

化的连锁超市、餐饮和专卖店置换。表2揭示了2008—2018年期间新街口地区商业规模

与连锁化经营的演变趋势：餐饮、服装、超市和其他日用品商店的数量增加了近 50%，

其中国内连锁和国际连锁店分别增加了746家和464家，而个体经营的门店数量在减少，

连锁店比例由54.2%增长到72.9%。

5 城市商业绅士化的供需驱动机制

围绕“是什么导致了绅士化的发生”这一核心问题，基于供给端的经济决定论[3, 35]和

基于需求端的文化决定论[36-37]，经历了由针锋相对到互相融合的理论演进过程[38]。就中国

商业绅士化现象而言，供给端的经济驱动和需求端的文化驱动均具有非凡的解释力。

5.1 供给端的“租差”利益驱动
从供给视角理解欧美城市商业绅士化，有学者将其归因于具有独特文化敏感性的商

业“先锋”对中产阶层消费氛围的营造[9]，或者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一种“品牌战略”[2]，

图7 2008年和2018年南京南大—南师大片区时尚酒吧和咖啡馆的空间布局与演变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fashion bars and cafes in NJU-NNU areas in 2008 an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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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复兴”衰败街区、避免经济停滞和促进经济繁荣[39]。从本质上讲，商业绅士化过
程无论是通过物质环境更新，还是所谓的形象资本与消费文化升级，都无非是资本自我
增殖的一种实现手段而已[40-41]，或者说是资本对城市“低估值”商业地段“租差”（rent
gap）的追逐驱动着商业绅士化的发生[3-4, 8] （表3）。

图8 南京新街口地区20世纪末以来拆迁改造地块与2018年6类商娱消费场所布局
Fig. 8 Rebuilt plots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six types of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 places in Xinjiekou area in 2018

表2 2008年和2018年南京新街口地区零售商店类型(个)
Tab. 2 Types of retail stores in Xinjiekou area in 2008 and 2018

商业类型

餐厅食品饮品

服装鞋帽皮具

便利店和超市

其他日用百货

合计

2008年

总量

553

896

425

181

2055

非连锁店

297

306

247

92

942

国内连锁

201

394

165

70

830

国际连锁

55

196

13

19

183

2018年

总量

918

1385

496

251

3050

非连锁店

282

362

179

84

827

国内连锁

528

605

246

117

1576

国际连锁

108

418

71

50

647

注：根据高德地图（www.amap.com）提供南京内城商业网点POI数据整理。

表3 不同发育模式商业绅士化特征比较
Tab. 3 Comparison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of different modes

推动主体

实践方式

置换模式

功能特点

文化属性

整体植入式

政府力量主导

颠覆性、突变式拆旧建新

原住民和功能全部置换

单一商业

以文化再现为噱头

侵入演替式

市场力量主导

单体性、渐进式逐步更新

原住民和功能部分置换

商住混合

根植于区域文化消费需求

转型升级式

政府—市场联合主导

持续性商业环境改造和业态提升

商业功能的高端化升级

功能混合

缺少地方特色的现代商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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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差”理论是Neil Smith从经济驱动视角解读绅士化机理的重要模型[35]，其核心观
点认为（图9a）：在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投资主体会尽可能采用能够实现土地潜在价值
的方式进行地块开发与资本化，此时“资本化地租”等同于“潜在地租”；随着建筑物折
旧贬值，“资本化地租”将逐渐下降，但“潜在地租”会持续增加，这就形成了“潜在地
租”与“资本化地租”间不断扩大的“租差”；当“租差”扩大到足以满足资本的收益预
期，就容易催生绅士化现象。

如图 9b 所示，中国绅士化的“租差”模型有所差异，突出表现为“资本化地租”
（可理解为房价或租金）并未随着建筑老化而降低，反而呈现较快上涨态势，导致“租
差”增长相对缓慢。但如果考虑改变空间用途，例如由居住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或者
由低端商业转变为高端商业，“潜在商业地租”和“资本化地租”间的“商业租差”会迅
速拉大。在具有明显商业开发价值的地区，当“商业租差”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吸引
政府与资本联手组成增长联盟，通过居住用地的再开发或商业地段的改造升级，推动该
地区商业绅士化的发生。

政治经济管制环境转变与城市空间转型重构背景下，土地所有者、投资者和开发经
营主体等通过扩大“资本化地租”以追求“超额利润”，亦是中国城市绅士化的重要价值
取向与驱动机制[8]。相对于西方绅士化中市场力量占据主导，中国城市政府在推进商业绅
士化过程中充当着更为重要的角色[42]。20世纪末以来，随着“政府企业家主义”（state
entrepreneurialism） [43]的不断强化，城市政府出于增加税源、吸引投资和人口、改善城市
景观面貌、提升城市竞争力等意图，通过制定城市规划和各类管制法规、旧城更新和棚
户区改造、街道环境综合整治等手段，主导着城市“地产导向的再开发”[44]和商业功能
再造，成为商业绅士化的重要推手[29, 45]。

从南京内城典型政府主导型商业绅士化街区1912的发育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政府
在整理破碎化土地产权、推动拆迁安置、负责规划建设管理，甚至规定商户类型和档次
等方面均体现出强大行政力量的主动介入。即使如南大—南师大片区典型市场主导下的
商业绅士化，政府力量也发挥着间接却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早期默许住宅的非正规改
造和商业用途转换，为商业绅士化的发育创造有利环境，以及后期通过城市规划管理等
政策工具的规范和引导，有效推动了片区商业环境升级。新街口地区的情况亦类似，都
体现出城市政府将商业绅士化作为一种城市经营策略，联手资本力量组成供给侧的双推
手，共同挖潜城市历史文化地段的空间资产价值和商业超额利润。

图9 Neil Smith的“租差”模型(a)和中国商业绅士化“租差”示意(b)
Fig. 9 Rent gap model of Neil Smith (a) and rent gap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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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需求层面的文化消费驱动
以“租差”理论为代表的绅士化经济解释论遭到Ley等学者文化解释论的质疑[36, 46]，

他们认为经济驱力虽然重要，却不能凌驾于文化与需求因素之上[47]。因为绅士化的发生
仅有生产者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群具有内城偏好和“绅士化”生活方式的消费者[36]。
Ley认为，绅士化现象根植于城市产业结构转型[46]。随着城市由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
转型，白领职业阶层取代体力劳动阶层占据支配地位，大量从事金融、房地产、信息咨
询等服务业的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大城市中集聚。这些年轻、高收入、受过高等教育
的绅士化群体，拥有大量的消费资本和消费时间，不再简单满足于福特主义和现代主义的
生产生活方式，追求与众不同、量身定做的生活品味与文化体验[48]。为满足绅士化群体
对时尚餐厅、风情酒吧、精品商店等文化休闲消费场所的需要，具有独特文化敏感性的商
业“先锋”通过对中产阶层消费氛围的营造，推动了该地区商业绅士化的出现[9]。

从需求端解读中国商业绅士化过程，绅士化群体的出现和消费需求的改变，亦是推
动传统商业区升级和新消费空间出现的关键动力[12]。伴随中国社会群体分化与中产阶层
崛起，城市消费化转型与商业国际化接轨也在悄然发生，深刻改变着国民消费行为与城
市商业格局。随着西方消费文化渐入中国，日渐富裕的城市居民和游客，不满足于强调
使用价值的购物性消费和大众化消费，更注重具有符号价值的体验型、炫耀性、服务性
消费，特别青睐更能表达个性与品位、彰显身份与地位、体现生活方式与自我价值的高
端化、时尚化和国际化消费方式。

商业资本为追逐城市绅士化群体带来的消费商机，通过重新诠释、想象、设计、包
装和营销商业空间 [49]，极力为城市居民和游客提供“原真性”景观：包括以酒吧、咖
啡、瑜伽、SPA、KTV、会所等西方舶来消费场所为代表的“异域原真性”，以及历史街
区和建筑景观、特色风貌和地域文化等迎合游客猎奇心理的“地方原真性”。例如在南京
内城，具有异域格调的商娱场所，因提供了高品质和与众不同的消费感官，得到城市新
富阶层、年轻白领和商业投资者的青睐，使得商业绅士化“热点区”出现在新街口、湖
南路、大行宫等绅士化群体密集的区域；此外，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对于“地方原真
性”的追求，以及城市政府和国内外资本对于城市“文化遗产”和“空间资产”的商业
化运作[50]，使得1912、南大—南师大、夫子庙地区等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空间，更
容易发育为杂糅了地域文化和西方消费景观的商业绅士化街区。

6 城市商业绅士化的社会空间置换效应

6.1 商业功能置换居住功能
商业绅士化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包括吸引公共和私人资本投资，改善城市景

观形象和社区基础设施，增加商业服务企业和创造就业机会，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消费
需求等 [51]，因此得到城市政府、地方媒体和中产消费者的欢迎 [26]，但也因“置换”和

“排挤”传统商业和社区居民而遭到诟病[21]。在转型期的中国，商业绅士化主要被作为推
动城市功能转型与商业升级的城市经营策略，特别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拆迁—重建
方式实现的商业绅士化，快速推动着城市建成环境的更新和空间功能的置换。例如21世
纪以来，在城市规划等城市政策引导下，南京内城区有超过200个地块被改造重建，逾
万户家庭被拆迁和异地安置，大量传统多层住宅被置换为商业（或混合）用途的高层建

筑 [8]。从 2008 年和 2018 年南京内城商业用地规划上看④，商业（商混）用地的面积由

④ 资料来源于南京市规划局提供的《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2010）》和《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2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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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km2增加到 10.55 km2，占内城面积比例由 5.4%上升为 24.3% （图 10）。在新街口、
1912街区等多数商业绅士化案例中，城市拆迁清除了农民工和其他城市贫民的居住环
境，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再开发”[44]问题，在社区物质景观和邻里结构颠覆性
重构的同时，也对低收入原住民产生社会排挤和置换效应。

6.2 高端商业置换社区商业
商业绅士化地区人口集聚、投资增加和服务提升的同时，更多精品店、连锁店和高

消费场所的竞租行为，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商业竞争，引起租金上浮，甚至超过原商户所
能承受的水平，导致社区小型商业和低端服务可能因难以承受租金上涨而不得不离开该
地区[21]，被迎合富裕消费群体的高档商业场所排挤和“间接置换”[52]。以南京新街口地
区为例（图 11），2008—2018年期间，商业铺面租金大幅度上涨，平均由 82元/月/m2升

注：根据南京市规划局提供的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图整理绘制。

图10 2000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规划商业用地结构与规模变化
Fig. 10 Structures and scales of planning commercial land in inner Nanjing in 2008 (a) and 2018 (b)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房价行情平台（www.creprice.cn）。

图11 2008—2018年南京市区与新街口地区商铺平均租金
Fig. 11 Average rent for shops in Nanjing urban areas and Xinjiekou in 20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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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59.2元/月/m2，涨幅（94%）明显高于同期南京市区整体水平（60%）；再如南大—南
师大片区，近年来商铺租金年均增长率达到10%~15%，租金上涨使熟食店、杂货店、小
服装店和理发店等为当地居民提供传统商品和廉价服务的“草根商铺”受到挤压，甚至
被驱离该地区，给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冲击。例如波浪理发店、崇勇水果店被迫从主
街搬至小巷，且店铺面积缩小，而对话酒吧、杰克地方西餐厅则新开了分店[33]。此外，
如1912街区、夫子庙“老门东”等打着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旗号[53]，以吸引高端企业和
高消费人群为目的，经由拆迁改造实现的整体商业空间置换行为，在迅速提升该地区物
质环境和商业层次的同时，亦导致内城大量老巷子、老字号、老铺子，连同社区老住户
和老顾客一并被取代，使原社会空间发生彻底改变。
6.3 外来消费置换本地消费

商业绅士化场所反映的是绅士化群体的消费实践和身份认同，例如1912这种通过复
制、粘贴建筑营造地方“原真性”的历史文化街区，或者南大—南师大片区金银街极力
塑造“欧洲风情街”异域“原真性”的空间改造，都以打造“酒吧街”“商业街”等吸引
外部居民和异地游客的文化消费空间为目的。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虚假原真
性和“小资”商业类型通常并不符合本地居民的“亚文化”[54-55]，提供着社区居民不需要
的服务和产品，其高消费门槛亦将社区中低收入群体排除在外。随着富有文化符号与象
征意义的空间消费和服务消费取代满足日常生活的商品消费，外部居民和游客逐渐取代
他们成为主流消费群体。在此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中，当地社会关系和“地方感”容易被
破坏，对于那些没有参与到绅士化过程的本地居民而言，可能因不再拥有街道的“精神
所有权”而产生社区疏离感[56]，由此导致商业绅士化对本地居民生活与消费空间的排斥
效应。例如南大—南师大片区，已经有约50%的原住居民被新迁入的中产家庭、年轻白
领和大学生取代；主流消费群体以追寻“文艺情调”“青春气息”“大学回忆”等文化体
验的外来年轻白领为主[33]；而留守本地、以中老年为主的原住居民较少光顾这些家门口
的酒吧、咖啡、西餐厅和精品店，相反，外国留学生等绅士化群体夜生活带来的喧嚣，
时常令他们倍感烦扰。

7 结论与讨论

（1）商业绅士化作为绅士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全球后工业城市商业功能转型与消
费升级置换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与居住绅士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以来，
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中产阶层的崛起、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消费文化的国际接轨等，为
中国商业绅士化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根据对南京内城六类商娱场所的时空演化格局分析，发现城市商业中心及周
边、文化历史街区和新兴商业地段等容易产生商业绅士化“热点区”。根据主导力量和实
践路径不同，商业绅士化可分为“整体植入”“侵入演替”和“转型升级”3种典型模
式，分别以1912街区、南大—南师大片区和新街口地区为代表。

（3）城市政府、市场主体和中产阶层在商业绅士化过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
城市增长联盟对“商业租差”的追逐和绅士化群体的文化消费诉求，从供需两端驱动着
中国商业绅士化进程。中国城市空间资本化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出于盘活空间资产等
目的，在推动商业绅士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4）商业绅士化有助于提升城市商业活力、经济效益和文化吸引力，但可能会对原
住居民、低端商业和低收入群体产生排挤和置换效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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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真性、商业空间的包容性和空间生产的公平性。总体上看，中国商业绅士化是促进
城市功能转型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工具，不过在推进过程中需
要更多关注对地方文化、社区商业和原住居民的影响。

鉴于中国城市发展阶段、商业管制环境和社会空间背景与欧美等西方城市存在差
异，商业绅士化的空间表达、动力机制和社会效应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体现在商业绅士
化与居住绅士化的关系上，欧美城市中的商业绅士化是居住绅士化的结果，也是居住绅
士化的加速器，两者表现出时空同步性；中国商业绅士化会吸引年轻白领的消费集聚，
但并不必然导致该地区的居住绅士化，即两者在空间上并不耦合，这与中国城市空间结
构、居民住宅选择理念、日常生活和消费习惯等多种因素有关。尽管商业绅士化可以作
为观察中国城市进入消费社会和空间资本化转型的直接切入点，比居住绅士化更能体现
类似于西方的市场驱动力量，但政府力量的深度介入，使中国商业绅士化的驱动模式更
趋复杂。同时，商业绅士化涉及文化认同、生活品质、消费体验和身份象征等多方面内
容，意味着具有比居住绅士化更丰富的社会空间内涵。结合本文研究发现，下一步研究
应重点关注：城市商业绅士化与居住绅士化的时空与因果关联；商业绅士化时空特征和
发育演化一般模型；政府、资本和文化影响因素在商业绅士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互动
方式和强度变化；实证检验、客观评价商业绅士化多重置换效应可能带来的城市社会空
间重构影响；如何运用城市规划、管理等政策手段，促进商业绅士化“红利”尽可能更
多惠及包括社区居民和传统商铺在内的利益相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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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inner city of Nan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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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Watershed Geographic Sciences,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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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has been a research frontier of gentrification. It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residence or industry is replaced by business with

higher value in the city. Its connotation includes: (1) renovation and renewal of commercial

environment and material landscapes; (2) realization of the rent gap of commercial space; (3)

the upgrading and succession of business and consumption culture; (4) advanced replacement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groups. The social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show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for different stages, modes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of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western-style consumer culture, traditional residence or community business was replaced by

restaurants with exotic customs, bars, cafes, gyms, and other high-end consumer places, which

mainly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middle- class consumer groups. They gather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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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space of the city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is the typical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which is a business upgrading and replacement process that meets

higher consumer demand.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has a more intense process, as

well as a wider range of impact, than that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The paper

conducts a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the six high-end entertainment establishments in the inner

city of Nanjing in 2008 and 2018.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hot spots"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first appear in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centers and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s,

and then spread to the periphery of commercial centers and new commercial areas; (2)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practice path,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inner Nanj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odes of holistic implantation, invasive succe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hich are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by 1912 blocks, NJU-NNU area and Xinjiekou

area. Both economic and cultural for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e modes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The process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s

driven by both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including the facts that local government

and capital join hands to pursue commercial rent gap, as well as that young and high-income

gentrification groups have a growing demand for fashion and high- end consumption.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has promoted the business vitality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city.

Also, it has affect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blocks,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commercial space and the fairness of the space produ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for its exclusion

and displacement produce effects on the residents, and the low- end business and consumer

groups.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volves cultural identity, quality of life, consumption

experience and status symbol, meaning that it has more complicated social spatial connotation

than residential gentrification. Consequently, it is urgent to conduct a more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gentrification;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middle class; rent gap; displacement;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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